	南戏是我国古代戏曲史上第一种成熟的戏曲形式。南戏自北宋中叶产生以后，到了元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元代南戏的发展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由于北曲杂剧的南移，南戏的发展受到了影响，但在与北曲杂剧并行流传的过程中，也与北曲杂剧产生了交流与融合；到了后期，南戏吸收了北曲杂剧艺术体制上的一些长处，并且由于文人的参与，在艺术上日趋完善，最终演进到了传奇阶段。
一、元代北曲的南移与南戏的发展
与前一时期即两宋时期的南戏及与后一时期即明初的南戏相比，元代南戏的流传与发展有着一个明显的特征，即是在与北曲杂剧的交流与融合中发展的。在元代以前，南戏与北曲杂剧虽已相继产生，一是在北宋中叶产生于南方的温州，一是在金末元初，产生于北方的大都（今北京）、平阳（今山西临汾）等地，但当时由于南北政治、军事势力的对峙，南戏与北曲杂剧之间没有发生联系与交流，两者一南一北，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发展与流传。后来随着北曲杂剧的南移，南北两种戏曲形式产生了交流与融合，而这一交流与融合，对元代南戏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北曲杂剧的南移，是在元朝统一全国后出现的。在元朝灭掉南宋后，原来活动在大都一带的北曲作家也纷纷随着元朝政治与军事势力的南下来到了南方。而当时南方的杭州，历来是江南的繁华地，又是南宋的都城，正如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在【望海潮】词中所描绘的：“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宋高宗南渡后，又把杭州作为南宋的都城。由于南宋统治者偏安江南，纵情歌舞声色，“直把杭州作汴州”，[1]因此，使得杭州的城市经济更为繁华，各种民间技艺也更为流行，城内遍布瓦舍勾栏，杭州也因此成了游玩的胜地，时有“销金锅儿”之称，如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条载：“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贵珰要地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儿呆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此语不为过也。”元灭南宋，虽然经历了朝代更迭的社会动乱，但杭州仍继续着往日的繁华，如关汉卿在【南吕·一枝花】《杭州景》散套中称当时的杭州是“普天下锦绣乡，寰海内风流地”。这样的一块“风流地”，便吸引了那些因仕进无望而隐逸市井、吟风弄月的北曲作家，他们纷纷从北方来到了杭州。如“元曲四大家”之一的关汉卿在元朝灭掉南宋后不久，便来到了杭州，他在来到杭州后所作的【南吕·一枝花】《杭州景》散套中称杭州是“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所谓“新附国”，即元朝灭掉南宋、杭州成为元朝的新属地不久。这些南下的北曲作家来到杭州后，便被杭州美丽的湖光山色和繁华的市井风情所吸引，因而就在杭州定居下来。如元钟嗣成《录鬼簿》所载的北曲作家中，自北方来杭州的作家有：
曾瑞，原籍大兴（今河北），“自北来南，喜江浙人才之多，羡钱塘景物之盛，因而家焉。” 
丁野夫，“西域人，故元西监生，羡钱塘山水之胜，因而家焉。”
秦简夫，“大都人，近岁在杭”。
乔吉，“太原人，……居杭州太乙宫前，有题西湖【梧叶儿】百篇，名公为之序”。
陆仲良，“名登善，扬州人，家于杭。”
就连钟嗣成自己，也是从原籍汴梁（今河南开封），迁居杭州的。
另外，白朴于至元十七年（1280）五十五岁时移居建康（今江苏南京）后，也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南游杭州，如《天籁集》【永遇乐】序云：“至元辛卯春二月三日同李景安提举游杭州西湖。”
在南下的北曲作家中，也有一些是作为元朝的官吏来到杭州的，如“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早年也与关汉卿一样，流落下层，曾参加了大都（今北京）的元贞书会，直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前后，才得到了江浙行省务提举的官职，来到了杭州。马致远所担任的务提举只是一个副职，地位低微，只是掌管儒学祭祀和著述文字之事的从五品小官，并要受到担任正职的蒙古人的牵制。虽然走上了仕途，但仍是不得志。因此，他在杭州任职期间，还是寄情词曲，继续作曲写剧。在他所作的十五种杂剧中，虽然不能确定哪几种是作于杭州的，但他在杭州期间，曾写下了【双调·湘妃怨】《和卢疏斋西湖》、【双调·拨不断】“浙江亭”、【双调·新水令】《题西湖》等描写杭州风情的散曲。
郑光祖，原籍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人。《录鬼簿》谓其“以儒补杭州路吏”，可见他也是在元朝灭掉南宋后来到杭州的，此后，他就一直在杭州，“病卒，火葬于西湖灵芝寺”。
在《录鬼簿》所记载的南下的北曲作家中，尚仲贤与戴善夫也是以元朝的官吏来到杭州的，如尚仲贤，“真定人，江浙省务提举”。戴善夫，“真定人，江浙省务官”。
在北曲作家南下的同时，原来活动于北方的杂剧演员也来到南方，如“杂剧为当今独步”[2]的大都著名演员珠帘秀也在元朝统一后来到杭州，后嫁一道士以终，如无名氏《绿窗纪事》“作文别妓”条载：“钱塘道士洪丹谷与一妓通，因娶为室。……先是胡紫山以此妓名珠帘秀，尝拟【沉醉东风】曲以赠之。”在元代夏庭芝《青楼集》所记载的元杂剧演员中，有的便是在南方“驰名”的，如：
天赐秀，姓王氏，侯总管之妻也，善绿林杂剧。……又有张心哥，亦驰名淮、浙。
于四姐，字慧卿，尤长琵琶，合唱为一时之冠。……侯有朱春儿，亦得名于淮、浙。
小玉梅，姓刘氏，独步江、浙。
赵真真，冯蛮子之妻也，善杂剧，有绕梁之声。其女西夏秀，嫁江闰甫，亦得名淮、浙间。
李真童，张奔儿之女也，十余岁，即名动江、浙，色艺无比。
喜温柔，曾九之妻也，姿色端丽，而举止温柔，淮、浙驰名，老而不衰。
小春宴，姓张氏，自武昌来浙间。天性聪慧，记性最高。勾栏中作场，常写其名目贴于四周遭梁上，任看官选拣需索。
事事宜，姓刘氏，姿色歌舞悉妙。其夫玳瑁脸，其叔象牙头，皆副净色，浙西驰名。
随着北曲作家和杂剧演员的南下，北曲杂剧的创作与演出中心也从北方的大都南移到了杭州，杂剧在杭州的流传，甚至还胜过了南戏。如明代徐渭《南词叙录》载：“元初，北方杂剧流入南徼，一时靡然向风，宋词遂绝，而南戏亦衰。”虽然在北曲杂剧流入南方后南戏尚不至于“绝”，但据此也可以说明元朝统一以后，北曲杂剧在南方的流行情况。
而就在北曲杂剧南移、杭州成为继元代初年大都以后北曲杂剧的又一创作与演出中心的同时，南戏也仍在杭州流行。早在南宋时，杭州的南戏就已经十分流行了，如元刘一清《钱塘遗事》载：“至戊辰（1268）、己巳（1269）间，《王焕》戏文盛行都下。”元周德清《中原音韵》也载：“南宋都杭，吴兴与切邻，故其戏文如《乐昌分镜》等类，唱念呼吸，皆如约韵。”当南宋灭亡后，南戏并不因为朝代的更易而在杭州绝迹，虽然受到了南下的北曲杂剧的影响，一度衰落，但并没有在杭州的舞台上绝迹。这些南下的北曲作家来到杭州后，也看到过正在流行的南戏，如今存的顾曲斋本与息机子本《望江亭》第三折中皆有这样一段念白：“杨云：这厮每扮南戏那。”显然作者在当时必定看到了南戏，因此，才会在剧中提及“南戏”。况且“南戏”之名，肯定是北方人给它取的名，因为南方人不会将本地的事物、早已在南方流传的戏文称为“南戏”的。如南宋周密的《癸辛杂志》在记载《祖杰》戏文的本事时，便称“戏文”；在南宋刘埙的《水云村稿·词人吴用章传》中，也称“永嘉戏曲”。只有北方人来到南方后，为了将它与北方的北曲杂剧相区别，才在“戏文”前面加上“南曲”二字，简称“南戏”。因此，在当时杭州的戏曲舞台上，一方面是原有的南戏继续流传，另一方面是北曲杂剧的传入并流行，正是这一特定的环境给南北两种不同的戏曲形式造成了交流的机会，而南戏也正是在与北曲杂剧的交流中，吸收了北曲杂剧的一些长处，不仅提高了剧本的文学性，而且在艺术体制上如曲调的组合形式、用韵等方面更为完善。因此，与前一时期的南戏相比，元代南戏在艺术体制与语言风格上，都出现了新的特征。
首先，在曲调的组合形式上，南戏受到了北曲依宫调联套的组合形式的影响，日趋规范。北曲杂剧与散曲套曲都是依宫调来组合曲调的，也就是在将单支的曲调联缀成一个套曲时，必须用同一个宫调内的曲调，且一套曲必须叶同一个韵。曲调的排列也有一定的次序，用于开头的曲调有一定，如仙吕必以【点绛唇】为首，南吕必以【一枝花】居前，双调必以【新水令】开头，最后皆须以尾声作结。而南戏在形成之初是以当地的民间歌谣为曲调的，民间歌谣是没有严格的格律的，而且南戏凡上场的脚色皆可唱，因此，南戏是按照所敷演的故事情节、场面的转换、剧中人物的性格来安排和组合曲调的。但在北曲南移后，南戏的曲调组合形式受到了北曲依宫调联套的组合形式的影响，出现了北曲化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吸收整套北曲作为曲调。如元代古杭书会编撰的《小孙屠》第七出所用的曲调，便是一套北曲：
【北南吕·一枝花】（真文）—【梁州第七】（真文）—【黄钟尾】（真文）
又如《黄孝子寻亲记》第十四出在三支南曲之间，插入一套北曲：
【南金蕉叶】（真文、侵寻）—【绵搭絮】（真文、侵寻）—【北越调·斗鹌鹑】
（尤侯）—【紫花儿序】（尤侯）—【调笑令】（尤侯）—【秃厮儿】（尤侯）—
【煞尾】（尤侯）—【南鹧鸪天】（真文、侵寻）
二是吸收若干支北曲，与南曲组合成南北曲合套的形式。据元代钟嗣成《录鬼簿》记载，这种南北合套的形式创自沈和，如云：“和，字和甫，杭州人。能词翰，善谈谑。天性风流，兼明音律。以南北调合腔，自和甫始，如《潇湘八景》、《欢喜冤家》等曲，极为工巧。”在现存的南戏作品中，最早出现南北曲合套的是《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之一、由古杭才人编撰的《错立身》戏文，如该戏第五出所用的曲调：
【南醉落魄】—【北赏时花（赏花时）】—【南排歌】—【北哪吒令】—【南排歌】—【北鹊踏枝】—【南乐神安（安乐神）】—【北六幺序】—【南尾声】
又如《小孙屠》第九出所用的曲调：
【北新水令】—【南风入松】—【北折桂令】—【南风入松】—【北水仙子】—【南犯衮】—【北雁儿落】—【南风入松】—【北得胜令】—【南风入松】
三是在全采用南曲曲调时，也模仿北曲散套与剧曲的联套形式，不仅由同一个宫调的曲调组合而成，而且一套曲叶同一个韵部；又曲调的排列，首为引子，中间过曲，最后为尾声。如《错立身》第十三出：
【菊花新】（尤侯）—【泣颜回】（尤侯）—【同前换头】（尤侯）—【扑灯蛾】（尤侯）—【同前换头】（尤侯）—【尾声】（尤侯）
元本《琵琶记》第二出：
【瑞鹤仙】（尤侯、家麻）—【宝鼎儿】（尤侯）—【锦堂月】（尤侯）—【前腔换头】（尤侯）—【前腔换头】（尤侯）—【前腔换头】（尤侯）—【醉翁子】（尤侯）—【前腔】（尤侯）—【侥侥令】（尤侯）—【十二时】（尤侯）
因此，随着时代愈往后，受北曲的影响愈大，在南戏作品的曲调组合中，像北曲依宫调联套的组合形式也就愈多，现将《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四大南戏及《琵琶记》中的一出用同一宫调、同一韵的出数列表比较如下(一出仅用一曲者不计)：
剧 名
总出数
一出一宫调
一出一韵
《张协状元》
53
3
5
《错立身》
14
2
3
《小孙屠》
21
6
7
《荆钗记》
48
4
9
《白兔记》
33
3
5
《拜月亭》
40
7
18
《杀狗记》
36
5
5
《琵琶记》
42
10
10
其次，在曲韵上，南戏的曲韵也受到了北曲用韵的影响，而出现了律化的倾向。本来南戏的曲韵是以其产生及流行地东南沿海的苏南、浙江、福建、江西等地的南方乡音为语音基础的，如明王骥德《曲律·论韵》指出：“盖南曲自有南方之音，从其地也。”因此，南曲的曲韵与北曲所依据的中州韵有很大的区别，如先天、寒山与桓欢、支思、齐微与鱼模、真文与庚青通押，开口、闭口不分，入声单押。当北曲南移后，南戏作家在创作南曲时，既保持着早期南戏以南方乡音为语言基础的用韵特色，同时也掺入了北曲的用韵方式与韵系。这样，也使得南戏的用韵趋于规范。如在北曲南移以后所产生的一些南戏作品中，有许多曲文所用的韵与《中原音韵》所列的北曲所用的韵部相合，而且有的也与北曲杂剧一样，一出（折）叶同一个韵部，一韵到底。现将《张协状元》、《错立身》、《小孙屠》、《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琵琶记》（元本）等八种南戏中与《中原音韵》所列的韵部相合的曲调数列表说明如下




从上表所列，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南戏曲韵受北曲曲韵影响的情形，同时也可以看到，南戏受北曲曲韵的影响是逐步扩大的，如闭口韵的运用，上表所列的闭口韵单押的情形，在《张协状元》、《错立身》、《小孙屠》中还没有出现，在这三部戏中，闭口韵与开口韵混押。而在后来的《荆钗记》、《琵琶记》中，就出现了如北曲那样单押的现象，如《荆钗记》第十五出【疏影】、【降黄龙】、【前腔】、【前腔】、【前腔】、【黄龙滚】等六曲全用廉纤韵，第三十四出【渔家傲】曲全用侵寻韵；《琵琶记》第十三出【出队子】曲、第二十九出【江头金桂】曲、【前腔】曲全用侵寻韵。
另外，在语言风格上，南戏也受到北曲的语言风格的影响，增强了曲白的文学性。在语言风格上，南戏与北曲杂剧有着俚俗与文采之别。由于南戏作家都是民间艺人，缺乏文学修养，又编撰剧本是供舞台演出用的，曲文与念白必须使观众听得懂，故南戏的曲白俚俗无文采，多口语俗语。如《张协状元》第十九出【麻婆子】曲：
二月春光好，秧针细细抽。有时移步出田头，蝌蚪要无数水中游。婆婆傍前捞一碗，急忙去买油。
有的则近于打油诗，如第二十六出【吴小四】曲：
一个大贫胎，称秀才。教我阿娘来做媒，一去京城更不回。算它老婆真是呆，指望平地一声雷。
这些曲文虽然通俗易懂，但俚俗浅露。北曲杂剧作家多是文人学士，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而且为了在剧作中充分显示自己的文学才华，故剧作的语言具有较好的文学性。虽然北曲杂剧的语言也有本色的风格，但南戏的本色是通俗而浅露，而北曲杂剧的本色是通俗而蕴藉。如明何良俊谓郑光祖的《倩女离魂》“【越调·圣药王】内：‘近蓼花，缆钓槎，有折蒲衰草绿蒹葭。过水洼，傍浅沙，遥望见烟笼寒水月笼纱，我只见茅舍两三家。’如此等语，清丽流便，语入本色”。[3]显然，像《倩女离魂》这样的曲文，虽然本色通俗，但俗而不俚，情景交融，富有意境，与南戏语言的本色具有不同的内涵。自从北曲南移后，南戏的语言风格也受到了北曲的影响，也具有了通俗而蕴藉的特征，如《错立身》第九出卜（王金榜母）、旦（王金榜）、末（王金榜父）在行路时所唱一组曲，曲文清丽蕴藉。如其中卜所唱的【八声甘州】曲：
子规两三声，劝道不如归去，羁旅伤情。花残莺老，虚度几多芳春。家乡万里，烟水万重，奈隔断鳞鸿无处寻。一身，似雪里杨花飞轻。
    又如《小孙屠》第七出末（小孙屠）所唱的【一枝花】曲：
山遥水长，人远天涯近。去駞登紫陌，迤逦践红尘。自离家乡，寂寞无人问，朝朝愁闷损。然虽路上堪行，俺则是心中未稳。
这样富有文采的曲文，显然是受了北曲的语言风格的影响而出现的。
南北戏曲的交流对元代南戏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南戏的进一步成熟与完善。作为我国古代戏曲史上最早形成的戏曲形式，早期的南戏无论在剧本文学上，还是在曲体上，都有其缺陷，由于其作者皆为缺乏文学修养的民间艺人，而且南戏在形成之初，其所用曲调 “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即其技欤？间有一二叶音律，终不可以例其余，乌有所谓九宫？”“夫南曲本市里之谈，即如今之吴下【山歌】、北方【山坡羊】，何处求取宫调？”[4]因此，南戏虽在剧本形式、脚色体制等方面已成熟，但在曲律、语言风格等方面还停留在民间艺术的阶段，粗率而缺少文学性。也正因为如此，南戏受到文人学士们的鄙视，如明徐渭《南词叙录》云：“南戏虽作者猬兴，语多鄙下，不若北之有名人题咏也”，故“士夫罕有留意者”。通过南北戏曲的交流，南戏经过北曲杂剧的影响与熏陶，大大提高了文学性，徐渭以为是元末高明作《琵琶记》，“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5]其实高明的《琵琶记》正是南北戏曲交流影响的结果，使得《琵琶记》能够在语言风格、曲律上比以前的南戏作品有了较大的提高。
二、元代南戏的作家及其创作倾向
元代南戏的作家，虽与早期的南戏作家相比有了一些变化，即在后期的作家中，出现了文人学士，如《琵琶记》的作者高明，但从总体上来看，仍以民间艺人与下层文人为主体。如现存最早的元代南戏剧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宦门子弟错立身》为“古杭才人”所作，《小孙屠》为“古杭书会”所作。又如《荆钗记》为元代“吴门学究敬先书会柯丹邱著”[6]成化本《白兔记》的“副末开场”中也称该剧为“永嘉书会”所作。如《寒山堂九宫十三摄南曲谱》卷首《西池宴王母蟠桃会》剧目下注云：“前明钞本也，原题‘敬先书会合呈’。”这些书会才人都是一些靠编撰戏曲剧本、话本、诸宫调、唱赚等为生的民间艺人与下层文人。如明王骥德《曲律·杂论上》云：“古曲自《琵琶》、《香囊》、《连环》而外，如《荆钗》、《白兔》、《破窑》、《金印》、《跃鲤》、《牧羊》、《杀狗劝夫》等记，其鄙俚浅近，若出一手。岂其时兵革孔棘，人士流离，皆村儒野老涂歌巷咏之作耶？”由于元代南戏的作者多为民间艺人及下层文人，因此，在创作倾向上，仍与两宋南戏的创作倾向有着相同之处，多能反映下层民众的意志与愿望。
揭露社会黑暗，伸张正义，表达下层百姓的意志与愿望，这是元代南戏作家们所表现的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周密《癸辛杂志别集》载：在元初，温州江心寺有个叫祖杰的恶僧，投靠元世祖时任江南释教总统的杨琏真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老百姓告到官府，而“州县皆受祖杰贿赂，推却之”。民间艺人们“旁观不平，惟恐祖杰漏网也，乃撰为戏文，以广其事。众口难掩，遂毙之于狱”。这部《祖杰》戏文不仅揭露了为元代统治者所推崇的僧侣横行民间，为非作歹的罪行，抨击了官府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黑暗现实，而且还表达了下层民众的不平之声，最终迫使统治者将恶僧祖杰斃之于狱。又如《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之一的《小孙屠》，也揭露了官府的腐败，草菅人命的黑暗现实，而且最后又借助想象，让被官府冤杀的小孙屠复活，捉住真凶，报了冤仇。
反映民族矛盾，褒扬忠义与爱国，抨击奸佞与卖国，这也是元代南戏的一个重要内容。元蒙统治者统一全国后，实行了严厉的民族歧视政策，把全国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作为既是汉人，又是南人的南方地区的老百姓来说，当时所受到的民族压迫更为深重。因此，南戏作家们在剧作中不仅真实地描写了当时的民族矛盾，而且也反映了汉族百姓的民族感情，对异族统治者的反抗与对误国的奸臣的愤恨。如《东窗记》戏文，敷演南宋时秦桧陷害岳飞的故事，岳飞屡败金兵，正要直捣黄龙，收复中原之时，秦桧受金兀术之命，连下十三道金牌，将岳飞召回京城，拘系下狱，并与妻子王氏在东窗下密谋，将岳飞吊死在风波亭下。岳飞死后受到上天旌表，封为天官，后亲审秦桧夫妇，将其打入地狱。朝廷为表彰岳飞忠节，建庙立碑。剧作不仅反映了宋金之间的民族矛盾，而且表达了民众对误国害民的奸臣的愤恨，颂扬了岳飞尽忠报国的精神。再如《牧羊记》戏文，敷演汉代苏武出使匈奴被拘，坚贞不屈的故事，歌颂了苏武保持民族气节的高尚情操。《黄孝子》戏文，写元兵南下，攻陷江西建昌，致仕家居的宋朝统制黄普召集义军，欲与元兵战，战敗被杀夫人陈氏被元兵所掳，子觉经年方五岁，为老仆所救逃生，成人后，历尽艰辛，寻找母亲，最终得以团聚。剧作较真实地反映了宋元之际的动乱给民众带来的灾难。又如与杂剧同名的《赵氏孤儿》戏文，敷演的是春秋时晋灵公听信奸臣屠岸贾，族灭上大夫赵盾全家，赵盾子赵朔、妻德安公主避于宫中，产下赵氏孤儿，为门客程婴与弃职归乡的公孙杵臼所救。二十年后，赵氏孤儿长大成人，便杀了屠岸贾，报了冤仇。在赵宋王朝为元朝所灭的时代背景下，南戏作者来敷演赵氏孤儿报仇的故事，其中更有深意，即寄寓了汉族百姓要求恢复赵宋王朝的愿望。
歌颂青年男女的爱情，提倡婚姻自主的内容，在元代南戏的内容中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在元代，由于元蒙统治者推崇佛教与道教，动摇了长期以来被汉族统治者奉为统治思想的儒家思想的地位，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因此，原来被认为是违背传统礼教的青年男女自主婚姻的行为，在元代也能被搬上戏曲舞台，并加以歌颂。如《司马相如题桥记》、《祝英台》、《风流王焕贺怜怜》、《崔莺莺西厢记》、《崔护觅水记》等，这些剧作中，男女主角冲破封建礼教的阻撓和束缚，大胆地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作者对于他们的行为倾注了极大的同情与赞扬，并通过他们的行为，传达了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渴望婚姻自主的要求。
另外，宣扬传统伦理道德，也是元代南戏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方面内容，大多是元代后期的一些剧作，如五大南戏中的《杀狗记》、《琵琶记》以及《王祥卧冰》、《黄孝子寻亲记》、《冯京三元记》、《薛包》、《闵子骞单衣记》等戏文，皆以父子、母子、兄弟、夫妻之间的故事，歌颂了子孝妻贤、兄睦弟顺等传统伦理道德。
与同时期的北曲杂剧相比，元代南戏在内容上虽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在创作倾向上，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即南戏剧作中，作者的主体意识不明显，而北曲杂剧剧作家的主体意识十分强烈。而这一差异，是由作家身份的不同所造成的。从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来看，元代的南戏作者与杂剧作者没有区别，但从所具有文化素质上来看，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如“元曲四大家”中的关汉卿曾参加过“玉京书会”，马致远曾参加过“元贞书会”，《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也曾生活在下层，与妓女艺人为伍，但这些作家原来就是文人学士，有较好的文学与艺术修养，如关汉卿一生多才多艺，他自称：“我也会吟诗，会篆籒，会弹丝，会品竹，我也会唱鹧鸪，舞垂手，会打围，会蹴踘，会围棋，会双陆。”[7] 再如马致远早年也曾专心功名，自称：“且念鲰生自年幼，写诗曾献上龙楼。”[8]又如白朴，父亲白华是金代著名诗人，白朴幼年因战乱其父亲的好友、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生活，元好问在生活上对白朴加以关心照顾外，在学问上，也悉心教诲指导，故在弱冠之年，便以博学多闻、才华出众而闻名。又如石子章，是石晋之后，曾随从出使西域，又与元好问相交甚密。如果说没有元蒙统治者的入主中原，在元初废除科举，他们就会像他们的前辈一样，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只是在当时“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仕进无望的情况下，才被迫流落民间，将自己的文学才华投入到杂剧创作之中。然而一旦恢复科举、仕途有望后，他们还是走上了仕途。如马致远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前后做了江浙行省务提举。也正因为此，在元杂剧作家中，多有为官者，如李文蔚曾任江州瑞昌（今属江西）县尹，高文秀为府学生员，李直夫官至湖南肃政使，尚仲贤曾任江浙行省务官，李寿卿曾任将仕郎、县丞等职，郑光祖“以儒补杭州路吏”，[9]宫天挺曾任学官、钓台书院山长，金仁杰曾任建康（今南京）崇宁务官，杨梓曾任嘉议大夫、杭州路总管，谷子敬曾任枢密院掾史，李唐宾曾任淮南省宣使。由上可见，元杂剧作家流落民间，编撰杂剧，按照现在的话来说，是文人“下海”，出于时势所迫；正因为此，元代赵孟頫认为杂剧皆出于文人学士之手，如云：“杂剧出于鸿儒硕士、骚人墨客所作，皆良人也。若非我辈所作，娼优岂能扮乎？”[10]而同样是书会才人，元代的南戏作家们本来就不是文人学士，属于市民阶层，他们一直身处下层，无所谓上，也无所谓下。如南戏《拜月亭》的作者施惠，是杭州吴山城隍庙前“以坐贾为业”的小商人。换句话说，不是像元代杂剧作家由于元蒙统治者废除科举，仕进之路被堵住后才流落下层的。因此，这些书会才人没有受过较好的文化教育，没有像文人学士那样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
剧作家身份的不同，也就造成了创作剧本的目的与创作倾向上的差异。北曲杂剧作家编撰剧本的目的之一，就是像作诗、作词及作散曲那样，抒发自己的志趣。在当时，由于元蒙统治者废除科举，堵住了杂剧作家们的仕进之路，时运不济，只得沦落下层，心里也就充满着愤怨不平之气。因此，当他们在编撰杂剧时，也就必然要将心中的愤怨不平之气抒发出来，正如明代胡侍在《真珠船》中所说的：“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拂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王国维也谓：“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劣，故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写时代之情状。”[11]也正因为如此，北曲杂剧在内容上，一是抒情多于叙事，故事情节简单，人物形象除了主唱的正末或正旦外，其余的性格不鲜明，形象单薄。二是作家的主体意识十分强烈，杂剧作家往往通过剧中的主唱人物来抒发自己的志趣。虽然杂剧作家所抒发的志趣有的与下层百姓的道德观、社会观也是一致的，但由于作家把剧中人物作为自己主观情感的一种寄托形式，因此，在剧中人物身上，往往能看到剧作家本人的精神气质。如关汉卿《窦娥冤》第三折窦娥所唱的【滚绣球】曲，与其说是剧中的窦娥在痛斥天地的不公，倒不如说是作者本人在对当时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社会现实加以抨击。又如马致远的《荐福碑》第一折书生张镐所唱的两支【寄生草】曲：“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则这有银的陶令不休官，无钱的子张学干禄。”这也分明是作者本人在被元蒙统治者废除科举、堵住了仕途后所产生的愤怨之情的流露。可见，虽然杂剧作家在剧作中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并且也表达了下层百姓的爱憎与愿望，但读者与观众在杂剧中所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作家本人的志趣。
南戏作家编撰剧本的目的，只是供演员演出用的，通过演员的演出，让观众观赏。为了能使观众喜爱自己的剧作，以获得较好的经济收益，故十分重视剧作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以丰富曲折的故事情节与形象生动的舞台人物来吸引观众。因此，南戏剧作在内容上具有叙事性强而抒情性弱的特征。而且南戏作家在剧作中所表达的“情”，也不是作者个人的“情”，而是下层民众所共有的“情”，因为只有充分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情感与愿望，才能够引起他们心灵上的共鸣，从而赢得他们的认同与热爱。如《癸辛杂志别集》所载的《祖杰》戏文，直接将老百姓对贪官污吏的愤恨表达出来，伸张了正义。《东窗记》戏文，而且表达了民众对误国害民的奸臣的痛恨，最后又借助想象，让秦桧夫妇遭到惩罚，藉此来表达下层百姓的愿望。因此，南戏作家虽然也在剧作中抒发了“情”，但作家个人的主体意识不强烈，具体来说，在剧作的主要人物身上，看不出作者本人的影子。
三、元代五大南戏——《荆》、《刘》、《拜》、《杀》、《琵琶记》
元代南戏的剧目，在明清的一些曲目著作及南曲谱中多有记载，钱南扬先生汇集了《永乐大典目录》、《南词叙录》、《南曲九宫正始》、《南九宫十三摄曲谱》、《传奇汇考标目》等明清文献中所载录的南戏剧目，共２３８种，其中有一部分是宋南戏与明初南戏，但大多是元代南戏。现存有全本者共为１９种：《张协状元》、《错立身》、《小孙屠》、《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琵琶记》、《金钗记》、《破窑记》、《金印记》、《黄孝子寻亲记》、《赵氏孤儿记》、《东窗记》、《牧羊记》、《三元记》、《周羽教子寻亲记》、《胭脂记》、《古城记》等，除去《张协状元》与《三元记》、《周羽教子寻亲记》、《胭脂记》、《古城记》五种分别为南宋与明初南戏外，其余皆为元代南戏。
在现存的元代南戏作品中，当以《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琵琶记》等五种南戏的影响最大。前四种，在明清时期被并称为四大南戏，如清代无名氏《曲海总目提要》云：“元明以来，相传院本上乘，皆曰《荆》、《刘》、《拜》、《杀》。《荆》谓《荆钗》，《刘》谓《白兔》，《拜》谓《幽闺》、《杀》谓《杀狗》。……乐府家推此数种，以为高压群流。”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元南戏之文章》也谓：“元之南戏，以《荆》、《刘》、《拜》、《杀》并称，得《琵琶》而五。”
《荆钗记》，又名《王十朋荆钗记》，清高奕《新传奇品》、黄文旸《曲海目》、姚燮《今乐考证》等皆题“柯丹邱”作，张大复《寒山堂南九宫十三摄曲谱》卷首在《王十朋荆钗记》剧名下注云：“吴门学究敬先书会柯丹邱著。”可见《荆钗记》的作者是元代苏州（吴门）的一位书会才人。今存的《荆钗记》皆为明代的刊本，写的是书生王十朋家道清贫，以荆钗为聘，娶钱玉莲为妻。后王十朋状元及第，授官江西饶州佥判。当朝宰相万俟欲招王十朋为婿，十朋执意不从。万俟恼羞成怒，将十朋由饶州改调烟瘴之地潮州，并不准回乡。与王十朋一同赴京应试的豪绅孙汝权欲娶玉莲，篡改了王十朋的家书，诡称王十朋已入赘相府，让玉莲改嫁他人。玉莲继母与姑母贪图钱财，嫌贫爱富，见信后便逼玉莲改嫁孙汝权。玉莲誓死不从，投江殉节。恰被赴任路过温州的福建安抚钱载和救起，认作义女，带至任所。五年后，万俟倒台，王十朋升任吉安太守，而钱载和也由福建安抚升任两广巡抚，携玉莲上任途中，路过吉安府，遂使十朋与玉莲团圆。
王十朋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是南宋时温州乐清人，字龟龄，号梅溪，早年曾“聚徒梅溪，受业者以百数”。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状元及第，历任秘书郎、侍御史、龙图阁学士等职。又出知饶、夔、湖、泉四州。著有《梅溪集》。《宋史》有传。那么作为历史人物的王十朋是怎样成为戏曲中的人物的呢？据《瓯江逸志》载：“今世俗所传《荆钗记》，因梅溪劾史浩八罪，孙汝权实怂恿之。史氏切齿，遂令门客作此作以诬之。盖玉莲乃梅溪之女，孙乃梅溪同榜进士也，史客故谬其说耳。又有一说：玉莲实钱氏，本倡家女，初王与之狎，钱心许嫁。后王状元及第归，不复顾，钱愤，投江死。”明李日华《紫桃轩杂缀》也云：“玉莲，王梅溪先生十朋之女；孙汝权，宋进士，先生之友，敦尚风谊。先生劾史浩八罪，汝权实怂恿之。史氏切齿，遂妄作《荆钗记》传奇，故谬其事以蔑之耳。”谓《荆钗记》是史浩门人为报复王十朋与孙汝权所作，这恐为附会之说，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荆钗记》本事及剧情的演进之迹，即王十朋这一形象有一个从反面形象到正面形象的演变过程。在早期的《荆钗记》中，王十朋当与孙汝权一样，也是一个受到抨击、丑诋的对象。正如前人的记载中所说的，他在状元及第前，与倡家女钱玉莲狎，状元及第后，便“不复顾”，抛弃了玉莲，致使“钱愤而投江死”。也正因为剧中有这样的情节，才会有人将它与王十朋弹劾史浩及史浩门人报复之事牵附起来。另外，根据前人的记载，今存的《荆钗记》确是根据古本《荆钗记》改编的。如清无名氏《曲海总目提要》云：《荆钗记》“元人所撰，后人又加更改，有古《荆钗》及《荆钗》两种。”
今存的《荆钗记》虽是古本《荆钗记》的翻案戏，但从剧作所敷演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来看，同样反映了下层民众的爱憎观与道德观。首先，从王十朋这一人物来说，他忠于爱情，面对万俟丞相 的威逼招赘，他既不做忘恩负义的王魁，也不做妥协屈服的蔡伯喈，宁可被奸相改调烟瘴之地去做官，始终不肯抛弃自己的糟糠妻室，入赘豪门。如果说古本《荆钗记》是通过王十朋状元及第后抛弃前妻钱玉莲，致使玉莲投江而死这一故事情节，抨击了书生的负心行为，那么今本《荆钗记》则通过王十朋状元及第后不忘糟糠之妻，拒绝入赘豪门的情节，从正面对不负心的书生加以歌颂，为那些出身寒门的士子提供了典范，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下层民众的道德理想。其次，今本中的女主角钱玉莲不为财利所诱，不为威逼所屈，忠于爱情，直至投江殉节，仍和故本中的愤而投江自尽的钱玉莲是一致的，而她的这种坚贞不屈、忠于爱情的精神，也得到了下层民众的同情与赞赏。最后，今本《荆钗记》虽以王十朋与钱玉莲的大团圆为结局，但这一结局是建立在战胜万俟丞相、孙汝权等罪恶势力的基础之上的，以正义战胜邪恶为结局，这与《琵琶记》以蔡伯喈的动摇妥协和赵五娘的无原则容忍为前提的一夫二妇的大团圆的结局相比，更能体现下层民众的愿望。因此，《荆钗记》的故事情节虽然经历了由描写书生负心到书生不负心的演变，但其中所蕴含的下层民众的道德理想与愿望没有改变，也正因为此，这一剧目才得以在戏曲舞台上经演不衰，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作为南戏的经典剧目，经过了许多艺人及文人的加工，《荆钗记》在艺术上也有着较高的成就，而这也是它在舞台上久演不衰，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重要原因。《荆钗记》的艺术成就，首先体现在剧作的结构上，全剧的情节安排既曲折巧妙，又紧凑严谨。全剧设置了三组矛盾冲突：一是王十朋与孙汝权，二是钱玉莲与继母、姑母，三是王十朋与万俟丞相。这三组矛盾冲突都紧紧围绕着王十朋与钱玉莲之间悲欢离合这一主线展开，故剧中虽然头绪多，矛盾冲突此起彼伏，但剧情发展井然有序。为了突出主线，作者巧妙地运用道具，将象征王十朋与钱玉莲的爱情的荆钗贯串于剧情发展的始终，在剧作的开头，以荆钗为聘礼，王十朋与钱玉莲得以结合；剧情演进到中间，玉莲被逼投江时，将荆钗牢系身上，把荆钗作为殉情的见证；最后，又以荆钗为媒介，使王、钱二人得以团圆。在具体安排剧情时，又能前后照应，针线紧密。如《堂试》出，太守看到孙汝权的试卷与王十朋的试卷字迹相同，便谓孙汝权是“令人代作文字”，命人背起来打。这一情节就照应了后来孙汝权偷改王十朋的家书的情节。又如王十朋不从万俟丞相的招赘，由原来所授的饶州佥判，改调潮阳，这又为《误讣》出钱玉莲把饶州王佥判的死讯当成王十朋的讣音的情节埋下了伏线。由于层层照应，使剧情发展既合理，又十分紧凑。
在曲调的运用上，《荆钗记》也有独到之处，即能根据剧情的不同，选用具有与剧情相合的声情的曲调，使曲调与剧情得到了较好的统一。如《闺念》出，王十朋上京应试去后， 钱玉莲独自在闺房内思念丈夫。钱玉莲一上场，就唱了一支长引子【破阵子】，接着又连唱四支适宜抒情的长调细曲【四朝元】，使钱玉莲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故明代吕天成《曲品》云：“《荆钗记》以真切之调，写真切之情，情文相生，最不易及。”  
《白兔记》，又名《刘知远白兔记》，《曲海总目提要》谓“此剧未知谁笔，总出元人之手”。据１９６７年新发现的明成化永顺堂刊本的副末开场所云，为永嘉书会才人所作。《白兔记》今存的也皆为明刊本，写五代后汉高祖刘知远与李三娘的故事，刘知远被继父所逐，流落荒庙，为李文奎收留，并将女儿三娘许配给刘。三娘兄嫂为独占家产，设计加害刘知远。刘知远被逼到邠州投军，后入赘岳节使府中。李三娘在家受尽兄嫂的迫害，白天汲水，晚上挨磨，在磨房产下一子，因无剪刀，只好用牙咬断儿脐，故取名咬脐，怕兄嫂加害，托人送到刘知远处。十六年后咬脐长大成人，一日打猎，追赶一只白兔，与生母李三娘相遇，，便回去报与刘知远，刘知远便率领兵马回到沙陀村，与三娘团聚。刘知远与李三娘的故事在《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上皆无记载，但在民间早已流传，如宋代话本《五代史平话》中就有了较详细的描写，金代又有《刘知远诸宫调》。而南戏《白兔记》正是根据民间传说编撰而成的。从作品的主题及对刘知远与李三娘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描写来看，在南戏中李三娘的形象比话本、诸宫调所描写的更为突出，南戏虽也同样以较多的篇幅敷衍了刘知远的情节，但剧作歌颂与赞扬的却是李三娘，她面对兄嫂的威逼迫害，挨磨汲水，受尽折磨，不肯屈服，故这一人物最能引起读者与观众的同情与赞美，而与李三娘有关的几出戏，如《挨磨》、《分娩》、《见儿》、《私会》等，也是全剧中的精华。对于刘知远，剧作在前面虽然也写了他受李洪一夫妇迫害，离家出走的不幸遭遇，但后来又写他发迹后不念在家受苦的三娘，另娶贵家之女为妻，这显然是一种负心行为，故剧作对刘知远这一人物的褒贬还是十分分明的。
《白兔记》在艺术上也有着较高的成就，如剧情安排，线索分明，先写刘知远与李三娘的由合而分，后写他们的由分而合，中间则通过窦公送子、咬脐打猎追兔的情节，将前后两部分的情节联结起来。又剧作的语言具有质朴自然的特色，如吕天成《曲品》评曰：“《白兔》，词极古质，味亦恬然，古色可挹。”
《拜月亭》，又名《幽闺记》，一般都以为是元代杭州人施惠根据关汉卿的同名杂剧改编的。写金朝贞元年间，番兵入侵，金主听信奸臣谗言，迁都汴梁。书生蒋世隆与妹瑞莲、尚书王镇的夫人与女儿瑞兰在逃难途中，失散，世隆与瑞兰相遇，并在患难中结为夫妻，而瑞莲与王夫人相遇，被收为义女。王镇和番回朝，在旅店遇见瑞兰，不认世隆违女婿，强将瑞兰带走。瑞兰回到家中，月夜焚香拜月，祈祷上天，保佑世隆平安。后世隆状元及第，王镇奉旨招亲，于是夫妻、兄妹团圆。与同类题材的其他南戏相比，《拜月亭》自有它独特的思想高度，它不只是以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来取悦观众，而是通过男女之间的悲欢离合，展示了较深刻的思想内容与社会风貌。首先，剧作将这一故事放在社会大动乱的特定环境中来描写，以蒋、王的遭遇，向观众展示了万民仓皇、妻离子散的社会现实，反映了民族矛盾与统治者的昏庸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其次，剧作对蒋世隆与王瑞兰在患难中不为封建礼教束缚，自主婚姻的行为加以了肯定与歌颂，并对王镇为维护封建门第、恪守传统婚姻道德的行为加以了批判与否定。
《拜月亭》在艺术上，也有着较高的成就。如在安排情节时，采用了巧合的表现手法，世隆与瑞兰奇遇，瑞莲与王夫人巧逢，世隆与瑞兰途中遇盗，寨主恰是世隆的义弟陀满兴福，又王镇和番回朝，在途中与女儿、夫人意外相遇，最后王镇要招赘的女婿正是被他嫌弃的穷秀才。由于作者善于运用巧合的手法来安排情节，组织戏剧冲突，故使得剧情发展错落有致，妙趣叠出。又剧作的语言本色自然，如明李贽云：“《拜月》曲白都近自然，委疑天造，岂曰人工！”[12]吕天成《曲品》也谓其“天然本色之句，往往见宝，遂开临川玉茗之派”。
《杀狗记》，作者多认为是明初人徐田臣，其实《杀狗记》必为元人所作，徐田臣只是改编者，而今存的《杀狗记》是明代冯梦龙的改定本。《杀狗记》写的是家庭矛盾，兄孙华受坏人柳隆卿、胡子传的挑唆，将弟孙荣逐出家门。其妻杨月真杀狗假作人尸，要孙华去请柳、胡移尸灭迹，柳、胡不但不帮忙，反而向官府告发。在公堂上杨月真说出真相，使孙华看清了柳、胡的真面目，与孙荣重归于好。作者的编撰这本戏文的意图是“奉劝世人行孝顺，天公报应不差移”[13]，即通过一场家庭矛盾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提倡“王化亲睦为本，维风以孝友为先”[14]。因此，在剧作中充满着封建说教的气味。但作者在描写这场家庭矛盾时，也揭露了封建社会的某些黑暗现象，如对“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的世态炎凉的真实描写。
与其他三种南戏相比，《杀狗记》在艺术上的成就不高，只是在语言上，还具有早期南戏的质朴自然的特征，故未一些文人学士所鄙视，如清梁廷楠《曲话》云：“《荆》、《刘》、《拜》、《杀》曲文俚俗不堪，《杀狗记》尤恶劣之甚者。”
《琵琶记》，作者高明，字则诚，号菜根道人，温州瑞安（今属浙江）人。约生于元成宗大德年间，卒于明初。元至正五年（１２４５）进士。先后任处州录事、杭州行省丞相掾、江南行台掾、福建行省都事、浙东阃幕都事等职，后因与元人主帅不合，辞官，隐居四明（今浙江宁波）栎社，以词曲自娱。明初，朱元璋闻其名，征其入朝，亦不就。戏曲有《琵琶记》、《闵子骞单衣记》（已佚），诗文有《柔克斋集》二十卷。
《琵琶记》是根据早期南戏《赵贞女蔡二郎》改编的，写蔡伯喈为父亲所逼，离开新婚妻子赵五娘，赴京应试，状元及第后，又被牛丞相强逼入赘，欲辞官回家，但皇帝不从。而家乡连遭饥荒，赵五娘独自承担起侍养公婆的重担。公婆去世后，五娘身背琵琶，上京寻夫，在牛小姐的帮助下，终与伯喈团聚。《赵贞女蔡二郎》是一部抨击书生负心的婚变戏，如《南词叙录》载：“伯喈弃亲背父，为暴雷震死。”而高明的《琵琶记》则是一部翻案戏，他在副末开场的【水调歌头】词中表明了自己的改编主旨，曰：“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闺，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然也徒然。”“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共妻贤。”为此，他把“背亲弃妇”、不忠不孝的蔡伯喈改成了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将“雷轰蔡伯喈”的结局改成了一夫二妇大团圆的结局。但由于是在辞去官职，“避居四明栎社”时改编《琵琶记》的，因此，他也将自己此时厌弃功名、不满科举和向往退隐的思想倾向在剧作中表达出来。如他把蔡伯喈赴试不归、造成父母饿死的责任归之于“三不从”，即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只为君亲三不从，致令骨肉两西东”。而“三不从”中，主要是辞试不从，即科举制度逼得蔡伯喈有嘉难归，造成了蔡家的悲剧。而且，高明还将拐儿行骗、社长里正贪污官粮等当时的一些黑暗现象与“三不从”交织在一起描写，这就更形象地告诉人们，给蔡家带来灾难的，不仅仅是蔡伯喈一人，而主要是社会本身。可见，高明的《琵琶记》虽为蔡伯喈翻了案，但把“背亲弃妇”、造成蔡家悲剧的责任归之于社会，从这一点来看，《琵琶记》扩大了《赵贞女蔡二郎》的思想意义。当然，高明抨击科举及揭露社会的黑暗现象，并不是要否定当时的社会制度，而是要说明，正是不合理的制度和黑暗现象，妨碍了忠孝节义等传统伦理道德的实行，使人们欲孝不能。正因为此，当刚推翻元朝统治，欲恢复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明太祖看到《琵琶记》后，便大为赞赏，谓“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由；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15]
在艺术手法上，《琵琶记》也有较高的成就。如全剧的布局紧凑，全剧的情节是遂着两条线索发展的，一条是蔡伯喈应试求官的遭遇，一条是赵五娘在家侍养公婆的情形，并且采用了对比的手法来安排这两组情节，将赵五娘的悲惨遭遇与蔡伯喈在牛府的豪华生活交叉着描写，一边是赵五娘临妆感叹，一边是蔡伯喈杏园春宴；一边是赵五娘吞咽糟糠，一边是蔡伯喈与牛小姐中秋赏月。一喜一悲，一贫一富，一贱一贵，相互映衬，既突出了戏剧冲突，又增强了悲剧气氛。其次，剧作的语言既本色自然，又蕴藉富有文采。如《糟糠自餍》出赵五娘所唱的【孝顺歌】曲，以糠和米，比喻自己与丈夫，“本是相依倚，被簸扬作两处飞，一贵与一贱”，既质朴自然，又真切感人。另外，与早期的南戏相比，全剧抒情性场次和长套细曲的运用有了明显的增多。而《琵琶记》在艺术上的这些成就，都显示了文人参与南戏创作后，南戏在艺术上，已开始摆脱早期南戏的粗率，逐步趋于完善，为进入到传奇阶段，在艺术上奠定了基础，故前人曾把《琵琶记》誉为“词曲之祖”，[16]这并非过誉。
[1] 宋林升《题临安邸》，清乾隆樊榭山房刊本《宋诗纪事》。
[2]元夏庭芝《青楼集》，《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册二，第19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3] 明何良俊《曲论》，《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册四，第7页。
[4]、[5]、[15] 明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册三，第239、240页。
[6] 清张大复《新定九宫十三摄南曲谱》卷首“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王十朋荆钗记》剧目下注，清钞本。
[7]元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散套，《全元散曲》，第173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8]元马致远【黄钟·女冠子】散套， 同上，第273页。
[9]元钟嗣成《录鬼簿》卷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册二，第１１９页。
[10] 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册三，第24页。
[11]《宋元戏曲史》，《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105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
[12]《李卓吾先生批评幽闺记》总评，明虎林容与堂刻本。
[13]、[14]《杀狗记·孝友褒封》出，《六十种曲》册十一，第１２８、１２６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16]清焦循《剧说》卷二，《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册八，第108页。


